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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

王存刚

【内容提要】 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中前者起

着基础性作用。历史经验还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外交调整与之相配合。据

此，为了因应经济发展方式综合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转变，中国外交需要继续坚持

“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坚持“不结盟”的外交

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如下调整:将更多外交资源应用于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

构建;适当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投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

交投入，努力构建新的外交格局;更加积极地开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领

域外交，不断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大力培养、大胆使用谙熟低位政治、善于经济外

交的新型外交官，不断丰富外交官的来源和出口;努力规范外交参与者的行为，改革和

完善外交决策机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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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论

近年来，中国外交调整、外交转型乃至外交改革①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热

门议题之一。相关文献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 由于中国国力增强，

国际地位提升，国际影响扩大，其他国家特别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

产生忧虑和疑惧，并各自进行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

环境发生变化，中国既往的国际战略、策略和外交政策全部失效或部分失效，因此，中

国外交必须调整、转型或者改革。② 应当说，上述思路和观点对于中国外交调整的解

释无疑是有价值的，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仍可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笔者看来，由于

经济因素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性作用，还由于内政对于一国外交的优先地位，

因此，我们应当从观察中国国内经济活动的变化和影响入手，解释中国外交调整的根

本动因，并由此出发思考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目标等具体内容。而在中国国内经济

生活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近年来的焦点、难点，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之后，由于世界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必要性、紧迫性进一步凸

显。所以，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角度观察中国外交调整，也许能够进行更有说服

力的解释，做出更有价值的判断。③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首先讨论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的关系; 其次

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引发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 最后就如何因应这种变

化、进行中国外交调整提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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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这三个概念的异同，后文将有详细讨论。
有学者曾将学术界对 1978 年以来中国外交转型动因的解释概括为国内政治发展、国内 － 国际综合、国

家身份变化、观念变化和最高领导人更替等五种模式。参见钟龙彪: 《中外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转型研究

综述》，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 年第 5 期，第 83 － 84 页。近年来与本主题相关的代表性论著有: 王逸

舟:《论中国外交转型》，载《学习与探索》，2008 年第 5 期，第 57 － 67 页; 刘胜湘:《中国外交周期与外交转型》，载

《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1 期，第 45 － 52 页; 阎学通:《当今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调整》，载《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第 3 － 17 页; 王逸舟: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赵可金:《建设性领导与中国外交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5 期，第 42 － 57 页。此外，2011
年，清华大学和外交学院分别召开了以外交转型、外交创新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王缉思、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就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前景如何，必须

要考虑到中美两国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推进目前面对的经济转型”。“如果对两种发展模式的改革不能达到预

期效果，两国关系更可能趋向恶化。”参见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 解析与应对》( Addressing U． S． － Chi-
na Strategic Distrust) ，http: / /www． brookings． edu / research /papers /2012 /03 /30 － us － china － lieberthal。



二 简要的理论和历史分析

从理论上讲，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首先，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着该国外交的目标、任务和布局。经济发展方式

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成果分享方式、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耦合方式三个方

面的内容，其中经济增长方式是前提和基础。为了保证本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满

足国民不断提升的物质需求，执政者除了必须维持一个大体稳定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秩

序外，还应当维持一个大体稳定和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都能得到有效运用。而在本质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要维持一个

对本国适宜的国际环境，执政者就必须充分利用既有的外交资源，并进行合理的配置。

概而言之，一国外交的目标、任务和布局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始终基于该国内政的需求

特别是其经济需求。没有脱离内政需求特别是经济需求的纯粹外交事务。因此，一旦

国家的经济需求发生变化，经济增长方式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外交也必须

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能。

其次，一国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恰当与否，对其国际地位、外交空间均有重要影

响。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经济运行方式、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国家战略

目标等因素不同，各个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即使是同一个国家，

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有很大差异。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其

绩效也有明显的差别。采用恰当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有效增强国家的硬实力，并有

助于提升其国际地位，扩大其外交空间。反之，采用不当的经济发展方式，则很有可能

导致国家发展失败或者出现无发展的增长，从而严重削弱国家的硬实力，提升国际地

位、拓展外交空间自然也就谈不上了。

最后，一国外交的质量对其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大。在全

球化深入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高的大背景下，一国外交事务与其国内经

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没有高质量的外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海外利益均得不

到有效保护; 国家的对外关系可能处于不稳定甚至是危险的状态，与其他国际行为体

之间的摩擦、冲突乃至战争可能此起彼伏。而一个在外交领域举措失当乃至严重受挫

的政权，将面临国内公众、利益集团———特别是那些与他国有着广泛联系的国内公众、

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往往转化为对政权合法性的威胁。一旦出现这

·221·

论中国外交调整




2012 年第 11 期

样的局面，执政者必然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动用各种资源、运用各种手段予以化解，从

而无法有效地进行国内经济发展。

从实践层面看，一国经济发展方式与该国外交的密切联系也确实存在。①

首先看一下二战后日本的案例。由于自然资源极为短缺，国内市场狭小，因此日

本经济对外具有极高的依赖度。用著名经济学家米切尔·曼德尔鲍姆( Michael Man-

delbaum) 的话来说:“日本在必需品方面对外国的依赖大于任何一个工业大国。”②而

战败国的地位、非军事化的限制，又使其只能选择和平主义的国家发展路线。上述两

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日本必须采取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而这

又对日本的外交战略、外交布局和具体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一方面，它必

须高度重视和优先处理好与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以确保主要国际市场的

稳定; 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处理好与主要资源供给国家、毗邻其海上战

略通道的国家———主要是那些中小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资源供应的稳

定。但后者往往又与前者发生矛盾，由此导致日本经常采取一些看起来自相矛盾、前

后不一的外交行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针对国际局势做机会主义式

的调整，一次次地随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而见风使舵。”③比如，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

争爆发后，面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威胁和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不

得不采取与以往有着重大差别的“新中东政策”，其核心是反对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

领土的占领，尊重中东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尊重巴勒斯坦人基于《联合国宪

章》的正当权利。这既是战后日本在外交上第一次采取与美国不同的政策，也与欧共

体国家的相关政策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招致这些大西洋两岸国家的严重不满。又

如，1989 年之后，“在联合制裁中国的各国中，日本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

只是为了维护西方的一致，才勉强同意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裁中国的决议”。④ 1990

年，日本率先在西方七国中解除对中国的制裁，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此举同样

招致其西方盟友的强烈不满。日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也是因为当时国内低迷的经济

·321·



①

②

③

④

参见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姜鹏、董素华译:《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对于中国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可参见钟龙彪: 《双层认知与外交调整———以 20 世

纪 80 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3 期，第 26 － 35 页; 李东律:《中国经济分权

化趋势对对外关系的影响》，载《战略与管理》，1996 年第 6 期，第 44 － 49 页。
转引自罗伯特·A． 帕斯特编，胡利平、杨韵琴译:《世纪之旅———世界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7 页。
罗伯特·A． 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世界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第 267 页。
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1 页。



状况。

其次看一下美国的案例。与日本不同，美国国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有着庞大的

国内市场，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较为优越; 但与日本相同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对其外交

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立国后的数十年间，美国之所以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在

经济领域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除地理因素外，与其以农业生产为主且采用相对封闭

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很大的关系。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工业革命的完成，经

济国际化成为美国的迫切需要，因此，它开始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秉持的是具有强烈霸

权色彩的门罗主义。专攻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美国外交的著名历史学家布拉福德·

珀金斯( Bradford Perkins) 曾写道: 1812 年战争过后，美国“迎来了民族主义的高涨，其

标志是致力于促进美国贸易、扩大领土疆域并向那个以往关注甚少的西半球地区扩大

影响。这些努力在 1823 年门罗主义那里达到了顶点”，①并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也因此跃升为世界级大国。而在整个 20 世纪，美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

与其野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政策更加密不可分。在被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 Aki-

ra Iriye) 称为“美国的全球化”的 20 世纪前半期，美国之所以有意愿和能力深度卷入

世界各地的安全、经济和文化事务之中，与其依靠高效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全力推进

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的经济发展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② 正是得益于这一经济发展

方式，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其资金、技术以及商品更广泛地进入世界市

场，从而为战后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经济基础; ③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为战后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安全和政治基础。美国也因

此接替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在继续奉行贸

易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放弃了以往的粗放型方式，转而采取更加重视科技进步的集

约化方式; 冷战结束以后，更是进入了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

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美国的实力由此进一步提升。与此相对应，美国外交政策和

对外行为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也愈加浓厚，甚至一度出现了“美国不得不帝

国”的论调。但这种咄咄逼人的“帝国行为”也严重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大量消耗了

美国的实力，强烈腐蚀了美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近些年来美国的相对衰落、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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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孔华润主编，周桂银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 上)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1 页。
根据 1909 － 1949 年的数据，美国人均产出增长了 1 倍，其中 87． 5% 的增长源于技术进步，资本使用量的

贡献只有 12． 5%。参见罗伯特·M． 索洛著，史清琪等选译:《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参见孔华润主编，张振江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 下)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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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乃至某种程度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总之，美国

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 特别是在 20 世纪，美国的

对外经济、政治和军事“这三种扩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又相互推动，成为美国经济现

代化进程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①

最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化也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20 世纪 50 年

代初到 70 年代末，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采用的是以自给自足为基本

特点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期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

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70 年代末，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就内部

而言，生产力水平总体上依然低下，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该模式的合理性受到了广

泛质疑，并危及社会制度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就外部而言，始于 70 年代初的国际产品

和要素市场的自由化、世界贸易规模增加两大趋势，加大了中国实行自给自足经济政

策的机会成本，②继续采用该模式显然是没有前途的。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最高决策

者决意放弃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发展市场经济③和外向型经济，并为此制定和

实施了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包括对发达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

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④但其中的关键在于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日

本的开放，为此必须调整中美、中日两大双边关系。这是因为，美国、日本当时是排在

世界前两位的发达经济体和创新基地。就国内生产总值( GDP) 看，1980 年，美国为 2．

77 万亿美元，日本为 1． 09 万亿美元，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 ⑤就专利申请量( 居

民与非居民之和) 看，美国为 104 329 件，日本为 191 020 件，分别位列世界第二位和

第一位; ⑥就总储备( 包括黄金) 看，美国为 1 714． 2 亿美元，日本为 389． 2 亿美元，分

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五位。⑦ 所以，与美日这两个国家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中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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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厚俊:《20 世纪美国经济发展模式: 体制、政策与实践》，载《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 ，2000 年第 3 期，第 67 页。
参见谢淑丽:《国际化与中国的经济改革》，载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 《国际化与国内政

治》，第 203 页。
起初叫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北京: 学习出版社 1995 年

版，第 45 页。
http: /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NY． GDP． MKTP． CD? page = 6．
Patent Applications，Nonresidents，http: /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 IP． PAT． NRES /countries? page =

6; Patent Applications，Residents，http: /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 IP． PAT． RESD /countries? page = 6．
http: /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FI． RES． TOTL． CD? page = 6．



部市场的大小以及吸引技术、外部资金的多少。① 为了让外部世界放心，邓小平在

1982 年举行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郑重

承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

流。”②之后，历次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均对此加以确认，并成为中国的基本国

策。③ 为了贯彻这一基本国策，服务国家发展特别是经济建设，30 余年来，中国外交放

弃了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原则，改变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布局，逐渐确立了“不结盟”

的外交原则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

发展中国家是重点、多边是舞台”的布局，④明确了“核心利益”、“重大利益”、“一般利

益”的国家利益结构并进行了相应的资源配置，建立了外交政策咨询制度和相应的组

织机构。从实际效果看，这种从“革命外交”向“建设外交”的转型总体上是成功的，外

交工作“为国内保稳定、促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⑤ 中国

“经济总量从 1978 年到 2010 年翻了四番多，达到 5． 88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

从 1． 8%增加到 9． 3%”。⑥

基于上述概要的研究，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

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前者起着基础性作用; 一旦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发生

了重大变化，其外交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要深入理解一国的外交行为、外交

政策乃至外交战略，预测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从分析其经济发展方式入手是一个十分

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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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邓小平把改善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作为自己晚年已经做成的几件大事之首。参见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5 页。另参见李向

前:《中美建交与全党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45 － 5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 页。
相关研究可参见章百家:《九十年代的中国内政与外交》，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第 26 － 34

页; 李才义:《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与现代化建设关系浅论》，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 年第 6 期，

第 43 － 47 页; 郭伟伟:《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角度看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国内经济建设的发展》，载《当代世界与

社会主义》，2007 年第 4 期，第 89 － 93 页。
有学者发现，中国首脑出访活动基本符合这一布局。此外，“在经贸关系中，三类国家分别扮演了不同的

角色。其中发达国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周边国家处于快速上升期，发展中国家份额较低，但呈现出快速增

长势头，成为潜在的贸易伙伴”。参见杨霄、张清敏:《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与外交布局》，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
年第 1 期，第 47 页。

参见杨洁篪:《当前国际格局的演变和我国外交工作》，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3 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http: / /www． fmprc． gov． cn /chn /gxh / tyb /zyxw / t855789．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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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产生的影响

要明确此次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目标和基本内容，必须深刻明了中国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可能引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否则，相关的研究就很有可能陷入空洞、

臆想的窠臼。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引发的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多领域、多层次的。

( 一)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经济领域的影响

第一，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将显著增强。经验研究表明，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

争力的核心。① 而国家竞争力的上升将有助于增强其整体实力，进而引发地区和全球

格局的变化。② 当今世界各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

美国在这方面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③ 而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低的现实也使其

在技术领域需要依赖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这对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微

妙影响。只有不断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逐步降低这种依赖度，并逐渐使中

国在与发达国家的互动中掌握更多主动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纲要》( 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 再次强调，要“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

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创新体

系”。④ 可以预见，实现这一转变将对中国外交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第二，中国的国际贸易结构将趋于平衡。国际贸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之一。实证研究表明，由于产业机构、要素禀赋状况、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贸

易开放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自 1980 年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一直都在升级，只

是在不同阶段升级的速度有所差异而已。⑤ 这一特点对中国的出口市场结构产生了

直接的影响。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出口市场结构变化迅速，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

“一降一升”。所谓“一降”，就是美、日、欧( 盟) 三大发达经济体占中国出口的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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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竞争力的核心在于创新———解析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最新排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 年第 7 期，第 76 － 80 页。
参见黄琪轩:《大国权力转移与自主创新》，载《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2009 年第 5 期，第 65 － 70 页。
参见李慎明、王逸舟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2010)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9

页。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http: / /www． gov． cn /2011lh /content_1825838_2． htm。
参见赵红、周艳书:《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因素的实证分析》，载《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年第 3 期，第 39 － 43 页。



从 2001 年的 53%下降到 2011 年的 44%。就国别和地区而言，中国对美出口从超过

20%降至 17． 1%，对日出口从 16． 9%大幅下滑至 7． 8%，对欧出口则从 15． 4% 小幅上

升至 18． 7%。所谓“一升”，就是中国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份额大幅攀升。其中，东盟

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 7%升至 9%，拉美则从 3． 1%升至 6． 4%。① 由此可知，中国

对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依赖总体上有所下降，对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依赖则有明显上升。

《十二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如下战略目标:“促进服务出口，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

放，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②基于这一战略目标和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

走势，可以预计，未来中国的贸易结构仍将延续上述趋势。而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的变

化有可能重塑世界贸易格局。

第三，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FDI) 结构将更为合理。一国的 FDI 与其经济发展方

式、GDP 总量以及国际收支状况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国际收支差额、外汇储备总

量直接制约着该国 FDI 的规模，而其对投资领域和目的地的选择则不仅限于直接经济

利益的计算，还有政治和安全战略方面的考量。近年来，由于中国的 GDP 总量快速增

长，国际收支一直处于顺差状态，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中国 FDI 的增长率和总额两项指

标均急剧上升。从投资存量看，2003 年为 330 亿美元，2011 年升至 4 247． 8 亿美元。

从投资覆盖情况看，截至 2011 年，中国的 OFDI 已经辐射到全球 177 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存量占 89%。就直接投资对象国看，最大部分集中在邻近中

国的亚洲经济体。从投资企业的数量看，亚洲居首，欧洲次之，非洲居第三位。从所涉

及行业看，虽然分布广泛，但主导份额来自第三产业，第一、第二产业无论是存量还是

流量均出现下降趋势。③《十二五规划纲要》所确立的境外投资战略目标将有助于推

动中国的对外投资结构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 二)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影响

第一，涉外中央部委的涉外职能将进一步凸显和扩大。这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

和深度不断拓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是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还是加快实施“走出

去”战略，都需要增强中央政府的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强宏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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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刚:《中国贸易结构正在向好》，http: / /114． 113． 227． 214 /2012 /0504 /4644．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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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2011 年第 5 期，第 45 － 48 页; 姚枝仲、李众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与政策展望》，载《国际经济评

论》，2011 年第 2 期，第 127 － 140 页;《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1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统计公报〉》，http: / /hzs． mofcom． gov． cn /aarticle /xxfb /201208 /20120808315053． html; 谢丹阳、姜波: 《中美对

外直接投资表现比较》，http: / /www． ftchinens． com /story /00104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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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服务能力。而要做好这些工作，都离不开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努力。

第二，省级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 包括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 的经济实

力、治理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大; 与此同时，它们影响国

家相关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也将进一步上升。

第三，市场经济机制的完善将使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点更为明显，科教兴国

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众的受教育水平。与此相关联，普通公众

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也将进一步提升。这将进一步增加国内治理的

难度，增加决策者和行政机构的压力。

总之，新一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

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①它将引发多领域、多层次的变化，从而使中国对外部世

界的需求、态度和行为方式与以往有明显的不同。而这些变化和不同又会在不同层次

上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国际制度的关系

产生或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的影响，从而改变中国的全球、地区特别是周边环境，并

将部分改变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行为方式乃至外交战略、政策和整体布局。因此，中

国外交确实需要在恰当评估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既往经验的基础上做

出适当调整，以便更加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四 中国外交调整的原则要求与基本内容

对于何谓“外交调整”，②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有些著述甚

至根本就没有对这一概念加以明确界定。本文认为，外交调整是一国对其外交的构成

要素、层次、内容进行部分或者全部改变的行为总和。从构成要素上讲，涉及外交理

念、外交原则、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体制等; 从层次上讲，涉及全球、地区、双边等;

从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外交调整的最高层次是外交革命( diplomatic

revolution) ，即外交战略的重大变革，它通常意味着一国外交的改弦更张甚至是另起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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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世界中，有两个短语与这一概念相对应: 一个是“foreign policy reconstructure”，比如 Jerel A． Ro-

sati，Joe D． Hagan and Martin W． Sampson III，eds． ，Foreign Policy Reconstructuring: How Governments Respond
to Global Change，Columbia，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4。另一个是“redirect foreign
policy”，比如 Charles F． Hermann，“Changing Course When Governments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 In-
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34，No． 1，1990，pp． 3 － 21。但这两个短语与本文对这一概念的界定都有较大

的不同。因此，本文暂不给出其英文表达。



灶; 在其之下则有外交转型( diplomatic transition) 、外交改革( diplomatic reform) 等区

间。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此次中国外交调整主要是政策、策略、布局以及体制层面

的变动，而非外交原则、外交战略的重大更改，其精髓应当是延续中的变革，坚守中的

维新。因此，它并非外交革命，而与外交改革、外交转型有所类似。

从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看，未来中国外交调整应主要关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明确三个不动摇。首先，坚持“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不动摇。中国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无疑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而要塑造这样的环境，既取决于我们对外部环

境走向的准确判断，也取决于恰当的战略设计。如果说之前我们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判

断是基于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及其引发的全球、地缘和双边关系的变

化对中国有利的话，那么在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这一判断的基础则是发达国家较长

时期的经济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成长而可能引发的全球、地区的经济 － 政治格

局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总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并没有因为近期出现的重大外部挑战而丧失。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洞察力和信心。

不仅如此，中国还应当着力经营好并尽可能地延长这一战略机遇期，不为暂时性、偶发

性的事件所动摇，从而为实现在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真正崛起争得更多时间。

其次，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战略方针不动摇。尽管国内学术界对该方

针存在激烈争论，国外学术界特别是欧美学术界对此贬多于褒，①但在本文看来，如果

我们真正弄清楚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内涵，特别是弄清楚“韬光养晦”的精髓到底是什

么，不为外部世界的鼓噪或者曲解而心烦意乱，不为词典中的解释所拘泥，其实是可以

得出明确结论的。如果像戴秉国国务委员所强调的那样，韬光养晦的“主要内涵是中

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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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曲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 5 期，第 13 － 17 页;

叶自成:《关于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再谈中国的大国外交心态》，载《太平洋学报》，2002 年第 1 期，第 62 － 66
页; 张墨宁:《对韬光养晦要具体分析———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载

《南风窗》，2010 年第 22 期，第 34 － 36 页; 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

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4 － 9 页; 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

互动》，载《当代亚太》，2011 年第5 期，第6 － 26 页; 陶季邑:《美国学术界关于邓小平“二十八字外交方针”研究述

评》，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11 期，第 118 － 124 页; Fareed Zakaria，The Post － American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2009; FY04 Report to Congress on PRC Military Power: Pursuant to
the FY2000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http: / /www． defense． gov /pubs /d20040528prc． pdf; July 2002 Re-
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 S． － 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http: / /www． uscc． gov / researchpapers /2000 _
2003 / reports /anrp02． htm。



2012 年第 11 期

的”; ①如果像曲星教授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是在“韬意识形态之光，养经济建设之

晦，为国际新秩序之为”，那么这一战略方针就必须继续坚持而不是予以放弃。我们

必须始终明确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还会继续增强，

国际地位还会继续上升，但速度肯定不会像以往那样快，幅度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大; 大

而不强、无力承担过大的国际责任，无法全面、有效地主导国际事务的进程，将是中国

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更何况，在提升自身力量、扩展国家利益、改善国际地位、增大

国际影响的过程中，中国又必然与既有的全球和地区体系、秩序以及主要行为体发生

不同形式、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摩擦乃至冲突。因此，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所面临

的国际环境甚至有可能较以往更加严峻和复杂。因此，“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

方针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当然，如何基于变化着的现实，在两者关系上

进行适当微调，有所侧重，也是中国外交调整的应有之义。

最后，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不动摇。“不结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和显著特点，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效果。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原则同样产生

了激烈的争论。② 有不少学者明确主张放弃或者改变这一原则，与有关国家结盟，联

手对付外部挑战———特别是来自美国高调实施重返亚太战略所构成的威胁。本文认

为，无论是基于并不久远的历史经验，还是基于复杂的现实考量，抑或是对未来的基本

预测，放弃“不结盟”原则的主张都是不可行的; 结盟的实践则是不大可能的，更多的

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诉求或者极度简化的理论推演。③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放弃了“不

结盟”原则，某些结盟对象国也确有意向对此予以呼应，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 加深国

际体系中的守成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疑惧乃至敌意，恶化而不是优化中国发展的整体外

部环境，从而与结盟的主旨相背离。

第二，将更多的外交资源应用于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构建，从国际体系事实

上的既得利益者、消极适应者真正转变为积极建设者、主动塑造者。经济发展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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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载《当代世界》，2010 年第 12 期，第 6 页。
阎学通:《中国或可改变“不结盟”战略》，载《国防时报》，2011 年 6 月 8 日第 11 版; 张惠东:《放弃“不结

盟”非明智之举》，载《世界报》，2011 年 12 月 7 日第 2 版; 张文木: 《中俄结盟的限度、目标和意义》，载《社会观

察》，2012 年第 3 期，第 84 － 87 页; 姜毅:《不靠谱的“中俄结盟”说》，载《世界知识》，2012 年第 5 期，第 52 － 53
页; 李大光:《别总是“不结盟”》，载《世界报》，2012 年 6 月 20 日第 16 版。

约翰·科尼比尔( John A． C． Conybeare) 在运用金融多样化理论分析国家的结盟政策后得出如下结论:

同盟关系就像合同一样会被轻易打破。参见 John A． C． Conybeare，“A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Model of Alli-
ance: The Triple Alliance and Triple Entente，1879 － 1914，”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36，No． 1，

1992，pp． 53 － 85。



实践表明，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国际制度———特别是两者的经济维度———的受益者;

承认两者的合法性，并愿意接受它们的某种约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前提和基础。不

仅如此，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的提升，中国已经主动提供了一些国际公共产品，愿意

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企盼扩大和深化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更多

的“利益共同体”。①

但也应当看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仍处于大国主导的国际制衡状态，绝大部分国际

制度、国际规则是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西方国家

的意志和利益，其不平等、不合理之处甚多。迄今为止，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确实

还不多，承担的国际责任确实还不大，通过和平方式改变现存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中

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的意愿确实还不够坚决。这也正是中国实力上升与国家形象改

善不甚匹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未来中国外交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随

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扩展，我们应当强化主动塑造意识，投入

更多外交资源，本着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和安全、全球与地区并重的基本思路，以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G20) 等全球性多边机构为抓手，以推进联合国改革和全球治理

改革、落实自由贸易协定( FTA) 等为基本内容，稳健、有序地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推

进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建设，并积极融入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符合世界发展趋势

的价值观念，使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真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第三，适当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投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

的外交投入，努力构建新的外交格局。之所以如此，既与前文所讨论的中国自主创新

能力增强、对外贸易与投资结构改进有关，也是世界经济版图因此次金融危机而发生

的深刻变化所致。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其暂时的经济衰退而

忽视它们的发展潜力，但也不宜像以往那样，把过多的外交资源和注意力投放到这类

国家身上，尤其要力戒“随美( 国) 起舞”的外交政策设计和外交行为取向，要懂得“实

者虚之”、“险者夷之”这两句中国古老格言所蕴涵的智慧，并在战略和政策设计上加

以体现，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外交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对于具有相似历史命运和共同现实追求、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又有特殊重要性的新

兴市场国家，中国应当投入更多精力，运用更多外交资源，巩固已有或者构建新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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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党内著名理论家郑必坚的说法，关于构建“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已经确定为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重大战略方针。参见郑必坚:《对一个重大战略构想的新认识》，载《北京日报》，2012 年 1 月 9
日第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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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效率的合作机制，其中特别要做好如下两点: 一是积极推动金砖国家机制的特色

化、成熟化，使其有别于现有的跨区域国际合作机制; 二是利用自己特有的国际经济地

位，积极推动“七十七国集团”的转型，使其作为金砖国家机制的后盾和依托。要通过

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真诚协作，互相帮衬，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集体成长，

最终改变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推进人类社会朝着更

加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①

对于周边诸国，中国应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继续奉行开放性

地区主义，展现最大的诚意和最大的耐心，运用最灵活的外交技巧，努力消除相关国家

对中国发展和强大的疑虑和恐惧，力争形成厚基础、多支点、有活力、效益好的周边外

交新格局。为此，除不断丰富双边合作的形式、机制和内容外，要充分利用好上海合作

组织、东盟与中国( “10 + 1”) 、东盟与中日韩( “10 + 3”) 、东亚地区论坛等现有多边机

制，在南亚地区适时创建新的多边机制。要有效管控各种危机，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特

别是妥善处理敏感而复杂的领土争端。要进一步发挥省级地方政府在中国整体外交

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和帮助它们进一步强化与相关国家特别是相邻国家的经济关系。

要努力将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辐射力有效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安全影响力，将彼此

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有效转化为在政治上、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要通过文化外交、公

共外交等形式，深入发掘彼此文化的一致性，充分尊重彼此价值观念的差异，进一步增

加彼此的区域认同感。

此外，对于后两类国家，中国还要逐步容忍和习惯来自它们的批评，有效化解它们

在某些议题领域可能与发达国家联手对付中国的行为，②由此进一步夯实中国外交的

基础，增加中国在处理与发达国家关系方面的回旋空间。

第四，更加积极地开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领域外交，不断丰富其内

涵，创新其形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紧迫性使得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性进

一步凸显。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

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③未来中国经济外交所覆盖的领域将越来越多，内容将更加丰

富，其形式上的创新将尤为必要。比如，随着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理念在国际社会的

流行，新能源技术广受追捧，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中国在该领域是有比较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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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一节特别强调了“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比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巴西和美国的关系及合作行为就是如此。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http: / /www． gov． cn /2011lh /content_1825838_13． htm。



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包装成为一种外交礼品，用于具体的双边外交实践。这不仅可以

进一步凸显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且有助于深化中国与

有关国家的双边合作。

第五，大力培养、大胆使用谙熟低位政治的新型外交官，进一步丰富外交官的来源

和出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中国外交有着多方面的特殊需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

面就是需要新型外交官。新型外交官不仅要懂得高位政治，还( 更) 要懂得低位政治，

特别是要善于进行经济外交。因此，外交官的经济知识和工作经验就显得尤为必要。

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虽然有经济专家深度介入中国外交决策过程，①有富有经济工作

经验的官员出任中国外交部重要职位或大使，②但数量并不多。因此，中国外交在这

方面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我们应当适当拓宽外交人才的来源，不断丰富其类型，不

断增加其出口。要选拔更多具有世界眼光、掌握现代经济理论知识、具有丰富经济实

践经验的人员，将其充实到各级各类涉外部门中去; 与此同时，还要让那些年富力强的

高级外交官到国务院其他部委的涉外职能部门、大型国有企业( 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

机构) 、省级地方政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要改变以往外交官主要在外交部和中联部

之间以及在外交系统内部流动、高级外交官的选拔主要局限于外交系统内部的局面。

在这方面，美、日等国的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第六，进一步规范外交参与者的行为，改革和完善外交决策机制、参与机制和协调

机制。由于省级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 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 对中国外交决

策的需求度和影响力进一步上升，③也由于除外交部之外的国务院其他各部委、中共

中央有关部门的涉外职能进一步扩大，加之普通公众对中国外交的关注和参与程度进

一步提升，因此，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国内环境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面对这种

变化，如何有效整合上述外交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使其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整

体利益; 如何进一步提升外交部门与国内公众打交道的本领，增加外交的透明度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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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中就有三位经济学家，分别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永定、张宇燕和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的郭励弘。
比如，现任外交部副部长谢杭生就是金融专家。此前，他曾先后出任中国驻英公使、驻保加利亚和丹麦

两国大使。
国有大型企业确已对中国外交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有关情况可参见赵宏:《中国的利益集团与贸易

政策》，载《中国经济问题》，2008 年第 3 期，第 65 － 68 页; 李欣: 《中国外交决策研究: 利益集团的视角》，载李东

燕、袁正清主编:《国际关系研究: 议题与进展》，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6 － 52 页; 李欣:《国有

企业“走出去”与当代中国外交海外困局》，载《国际展望》，2012 年第 2 期，第 15 － 26 页; 李欣:《中国外交新的参

与者与“组织化”利益》，载《国际论坛》，2012 年第 3 期，第 40 － 45 页; 王存刚:《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 谁在制定?

谁在影响?》，载《外交评论》，2012 年第 2 期，第 1 －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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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强化外交的社会基础，将是未来中国外交决策体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调整的

重要内容之一。为此，应当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外交决策体制、行政体制，以提高外交的

统筹能力和决策效率; 适当提升外交部的政治和行政地位，以增强其权威和协调能力。

五 结论

上述研究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事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面对

伴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需求的深刻变化，中国

外交应当继续坚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坚

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如下调整: 将更多外交资源应用于新的国

际制度、国际规则的构建; 适当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投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国

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构建新的外交格局; 更加积极地开展与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密切相关的领域外交，不断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 大力培养、大胆使用谙熟低

位政治的新型外交官，进一步丰富外交官的来源和出口; 进一步规范外交参与者的行

为，改革和完善外交决策机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

鉴于相关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外交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经过一个

循序渐进的较长过程。在此期间，我们的决策者和研究者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对于

决策者来说，要有决心、信心、耐心和细心，特别是不能操之过急，要深知“天下之以躁

急自败”的道理。对于研究者来讲，则要在明势、识实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外交亟

待解决的重难点问题，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思路和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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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qualitative data，and it’s difficult to make inferences from their findings． In this paper，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are selected as the sample of the survey． Judgment sampling and

stratified sampling procedure were used in this survey on 15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Considering that national image is composed of different contents，multiple indi-

cators of variables are designed in the questionnaire for measuring the assessment of China’

s national image of the 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in China．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evalua-

tion score on China’s national image from 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is higher than that on

India，but lower than scores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rating score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The evaluation score on

China’s hard power when they have been in China is higher than before; on the contrary，

the score on China’s soft power after they have been in China is lower． These results are

related to three influential factors: their different ways to understand China，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student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home countries and China． The

best way for China to have a good national image in the world is doing China’s own busi-

ness well，and making propaganda for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get to know the real Chi-

na．

【Key Words】Chinese national image，students from Southeast，evaluation，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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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Diplomatic Readjustment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

opment Mode

Wang Cungang ( 120)

【Abstract】A close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its foreign affairs，in which the former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show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needs to be matched with

correspondent diplomatic readjustment． Accordingly，in response to the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d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China’s diplo-

macy needs to adhere to the judgment in an“important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the

strategic policy of“Taoguangyanghui and Yousuozuowei”，and the Non － aligned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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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however，readjustments should also be made to apply more diplomatic resources to

establishing ne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norms，to properly reduce foreign investment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hile increasing those in emerging countries and neighboring coun-

tries，to construct new diplomatic pattern，to actively carry out foreign affairs in fields tha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to train and employ

new type of diplomats familiar with low politics and economic diplomacy，and to formulate

the normative behaviors of diplomats，and refine the decision － making policy，participating

system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Key Words】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China’s economy，diplomatic readjustment，

China’s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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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Viewpoint of interests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

cal culture，which contains abundant thoughts about national interests． Thoughts of National

interests during pre － Qin perio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ich greatly enriched and extended the existing Wester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theory，

which we can call“structuralistic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theory”． This theory helps us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China’s behaviors in foreign affairs． Since the new China was

founded，the four generations of leading group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China’s traditional

structuralistic thoughts of interests，considering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altruism

while insisting national interests． The objective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is not only to

seek balance among interests but also to maintain balance between advantages and disad-

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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